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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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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对影响

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诸多因素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了识别与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有着轻微的抑制效应；第

二，技术创新、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宏观控制、人口密度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

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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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制造业是将传统与现代产业相互结合、集高附加值和社会效益融为一体的高技术

产业。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医药制造业不仅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直接关系到国

民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医疗卫生费用支出逐年上涨，医药制造业总体上处于持续快

速发展阶段。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医药制造业的获利能力欠佳，净资产收益率长期偏离制造行业平均水平且存在一定差距。 

从短期看，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能够帮助医药制造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水平，摆脱盈利

能力较低的困境。从长期看，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中国民生改善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本质要求。故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与各领域的融合加剧，一些机构和学者开始对数字经济作出进一步的定义界定。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将数

字经济核算范围界定为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化媒体、数字化交易以及数字经济交易产品。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方面，

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赛迪顾问、腾讯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分别测度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有不少

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构建了相应的数字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刘军等（2020）从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发展等三方面；王

军等（2021）从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等四个维度，分别构建了中国省际的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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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评价指标体系。 

产业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构升级一般是指产业结构由不协调或不合理逐步走向协调、合理，从最初的低级形态逐渐向

最终的高级形态转化的过程或趋势（王一乔，2019）。在测度方法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主要分为单一

指标测度和多指标综合测度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 Moore 值、产业结构超前系数、产值比例、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劳动生产率

等，后者则主要体现在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体系构建两大方面。 

数字经济是调整劳动力资源分配的重要驱动力，是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催化剂。多数学者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凯，2021），尤其体现在制造业（沈运红和黄桁，2020），然而谭清美和陈静（2016）认为该

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而是存在风险拐点，并呈现出倒 U型关系。关于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学者们对此各有见地，大体包括全球

价值链攀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大路径。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通过对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发现，数字产业化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着基础与先导作用，而产业数字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更为显著。不少学

者基于“互联网+”的视角进行研究，黄楚新和王丹（2015）认为“互联网+”旨在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并以此驱动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石喜爱等（2017）、李琳和周一成（2019）均基于实证研究得出“互联网+”是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不难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阐述较为丰富，而实证研究还较为薄弱，且多数学

者从“互联网+”等数字经济的某个角度展开研究，基于整体视角针对数字经济作用下制造产业升级的成果并不多。第二，现有

研究成果多以整个工业和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针对医药制造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不同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性各有差异，因

此，在研究对象方面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鉴于此，基于我国大陆 30个省份2007—2015 年的相关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

于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一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来考察医药制造

业产业结构升级状况，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融合应用等三个层面构建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我国医药制造业发展的多维度影响。二是基于 BMA 方法建立模型，并采用 MC3 抽样技术对模型进行实

证分析。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与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主要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融合应用等三个层面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层面。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主要体现在 ICT（信

息通讯技术）方面，这不仅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物理层面的支撑，同时也为医药制造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和优化配置创

造了先决条件。 

数字产业发展层面。数字产业既是技术进步机会最多的行业，也是最具竞争力的行业。ICT 等产业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各行业

的充分竞争使得数字产业产品的性能不断提升，伴随价格相对下跌，技术更新进步产生的大量经济效益由此溢出到其他关联行

业（吕铁，2002）。 

数字融合应用层面。基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医药制造业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发展。数字融合应用层面的影响

可以从医药制造业内部和整个医药制造业产业两方面阐释。 

从医药制造业产业内部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可以鼓励医药制造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充分利用互联网

思维，调整本组织的内部管理模式，从而使企业更加网络化、智能化、高效化。特别是在信息数据采集和流程优化方面，医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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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企业将众多数字产品作为要素投入生产环节之中，不仅能够提升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和效率，提高质量控制的稳定性，还能帮助

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从而有助于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并进而推动生产率的提升。 

从医药制造产业整体看，一方面，数字融合有利于充分发挥“互联网+药品流通”的优点和功能，促进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

扩大医药制造企业的销售覆盖范围，提高医药制造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另一方面，依据创新扩散和产业集聚理论，知识外溢是

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空间距离的作用下，呈现出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不仅能帮助医药制造业集聚业内研发资

源，为形成医药制造业集群创新优势提供助力，还能促进医药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间的耦联协调发展（陶长琪和周璇，2015），有

效发挥产业协同创新优势，进而实现医药制造业高级化转型。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 

（二）数字经济与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分析 

由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成本，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率的子产业向高生产率水平或者高生产率

增长率的子产业加速流动。一方面促使整个医药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要素向高生产率水

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子产业聚集，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在医药制造业子产业中的均衡状态，即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生抑制

作用。 

数字经济对医药制造业的嵌入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此进程中需要不断投入大规模的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然而基于

生产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在数字资源禀赋短缺、经济发展滞后、资本投资与存量不足的地区，数字经济不仅不会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产生促进效应，还会造成产业资源匮乏，不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 

然而，事实上当前数字经济对我国消费与生产相关领域的融合发展程度极不均衡，在医药制品的消费领域有着强劲的渗透

力度，但在医药制造的生产领域并未完全“创造效应”。在消费端，数字经济强有力地带动了药品线上销售、物流线下传递等医

药制造产业下游的迅猛发展，但其中不少利润来自对传统医药制造产业及其就业岗位的挤出和取代，由此便对传统医药制造业

产生了冲击，并阻碍了子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在生产端，由于中国医药制造业发展起步较晚，产业基础仍旧薄弱，相应生产制造

设备和组织架构短期内仍难以同数字经济的全新变革产生良好“化学”反应，而不相匹配的技术转换容易导致偏离预定轨道甚

至是“破坏式”创新，造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失衡。 

加之，当前中国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并不到位，且相关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依托数字经济先行在相关行业中取得技术突

破的医药制造企业群体则会加速集聚数据创新资源，形成新的数字要素垄断，使得数据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推高，阻碍了医药制

造业子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现有资源的产业间的有效配置难度，进一步阻碍了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基

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2：数字经济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 

四、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一）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 

从动态角度看，医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变动具有两个层次，分别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就是说，医药

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体现在高生产效率和高技术水平的医药制造业子产业占全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体

现在各医药制造业子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不断优化。故从产业结构高级化（TS）与产业结构合理化（HL）两方面来对中国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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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衡量。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标准，医药制造业可分为七大子产业，分别是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化

学药品原药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化学药品制剂制造、生物医药制造和兽用药品制造。在 2007—2015 年，历年兽

用药品制造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均最小且不足 5%。此外，在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由于多省份多年存在当地兽用药品制造厂

商少、产值较低且未达到统计口径的标准而被忽略不计的现实情况，致使部分省份相应年份的医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尤其

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难以测算。另外，所研究的医药制造业的子产业是指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医疗、化学与保健用品的制

造业，故最终在测度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时仅测算除兽用药品制造以外的六大子产业的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1.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TS）的测度 

在医药制造业的七大子产业中，生物医药制造与化学药品制剂制造这两个子产业的生产技术含量、创新发展效率与投资产

出风险远高于其他子产业。因此，将生物医药制造与化学药品制剂制造划分为医药制造业的高端子产业，将其余子产业划分为中

低端子产业，采用区域内的医药制造业高端子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该区域医药制造业全部子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医药

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国家统计局 2011年标准划分1;(2）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了奇数年份的测度结果；（3）排名为

按照 2007—2015 年各地区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平均水平排序的结果。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表 1中国各地区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结果 

省份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均值 排名 区部 

海南 0.924 0.930 0.947 0.945 0.951 0.938 1 东部 

北京 0.672 0.772 0.745 0.733 0.773 0.741 2 东部 

黑龙江 0.808 0.751 0.759 0.686 0.377 0.681 3 东北部 

上海 0.614 0.704 0.616 0.639 0.611 0.635 4 东部 

江苏 0.581 0.561 0.608 0.590 0.604 0.592 5 东部 

广东 0.492 0.558 0.576 0.563 0.594 0.549 6 东部 

福建 0.448 0.510 0.489 0.484 0.460 0.484 7 东部 

山西 0.447 0.488 0.468 0.494 0.518 0.474 8 中部 

辽宁 0.402 0.433 0.430 0.445 0.441 0.440 9 东北部 

内蒙古 0.331 0.283 0.414 0.586 0.591 0.427 10 西部 

山东 0.347 0.397 0.424 0.441 0.429 0.418 11 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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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0.423 0.407 0.446 0.403 0.344 0.417 12 东部 

陕西 0.589 0.512 0.413 0.292 0.276 0.408 13 西部 

甘肃 0.411 0.502 0.357 0.318 0.303 0.389 14 西部 

新疆 0.227 0.533 0.432 0.244 0.352 0.365 15 西部 

河南 0.397 0.482 0.313 0.272 0.290 0.355 16 中部 

安徽 0.480 0.340 0.333 0.308 0.335 0.354 17 中部 

河北 0.118 0.286 0.355 0.399 0.429 0.347 18 东部 

湖北 0.309 0.259 0.336 0.347 0.390 0.335 19 中部 

浙江 0.306 0.312 0.306 0.351 0.276 0.315 20 东部 

四川 0.276 0.277 0.305 0.333 0.330 0.311 21 西部 

云南 0.366 0.319 0.278 0.227 0.272 0.284 22 西部 

江西 0.231 0.319 0.293 0.259 0.251 0.274 23 中部 

湖南 0.205 0.324 0.279 0.283 0.263 0.273 24 中部 

重庆 0.317 0.249 0.275 0.262 0.281 0.272 25 西部 

青海 0.366 0.319 0.177 0.152 0.136 0.222 26 西部 

广西 0.204 0.208 0.158 0.175 0.186 0.186 27 西部 

吉林 0.216 0.223 0.129 0.146 0.149 0.172 28 东北部 

贵州 0.121 0.132 0.100 0.054 0.062 0.097 29 西部 

宁夏 0.112 0.075 0.063 0.043 0.061 0.068 30 西部 

 

注：（1）东、中、西、东北部四大经济行政区域按 

东部地区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且海南省医药制造业的高级化水平远超其他省份。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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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跟本省对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定位有很大关系，海南省将高端生物医药制造作为自由贸易港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来着力

打造，区域内高端生物制药龙头企业、研发产业园区众多，并依托医养、医疗旅游等特许经营项目的建设，形成了生物制药集群

式的发展模式。而青海、广西、贵州、宁夏等西部地区主要承接一些中成药生产、中药饮片加工与卫生材料及医用药品制造等技

术含量偏低的医药制造业相关业务，这与西部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中草药资源禀赋优势有关，但西部地区高端制造业人才的缺

失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2.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测度 

基于耦合视角，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利用泰尔指数的思想度量各区域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TL 即泰尔指数，Y 代表主营业务收入，L 代表从业人员数，i 表示医药制造业除兽用药品制造以外的第 i 个子产业，

n表示子产业数。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最终处于均衡状态，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相同。Y/L 即表示生产率，因此当经济

均衡时（Yi/Li=Y/L），从而 TL=0。Yi/Y 为产出结构，Li/L 为就业结构，因此 TL 也表示产业与就业结构耦合性。故泰尔指数值越

大，说明医药制造业的各子产业于均衡状态的偏离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不同，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越高级，并不代表各子产业间的资源分配越合理。如吉林省

和江西省的医药制造业产业高级化程度的均值在全国排名偏后，但其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均值却位列第一和第二，说明江西

和吉林两省医药制造业产业内部结构的分布较为协调，聚合质量较高。此外，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四大区部的

空间上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聚合或梯度的趋势。 

（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参考中国通信院以及各研究机构历年公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和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等相关研究做法，综合考虑各项

数据指标的可得性，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融合应用等三个方面构建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并搜集除港、澳、台、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 2007—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这些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度。具体指标与

数据来源所示。 

总体上看，2007—2015 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是发展并不均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

东、中、西部阶梯式递减的态势，其中广东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甘肃、宁夏、青海三省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沿海地理位置优势以及高技术人力资源的集

聚优势，因此近年来其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比中西部更为迅猛，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五、模型、方法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将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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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表示 i地区 t年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digital 代表数字经济，X代表影响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

升级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综合现有文献做法，选取10个控制变量。这 10个控制变量涵盖了供给、需求、制度及外部环境等 4个层面，基本代表了制

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热门影响因素。 

（二）模型的估计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ayesian Model Averaging,BMA）方法进行回归分析。BMA 方法在模型不确定性上以

其出色的问题破解效果而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它能够综合备选模型及变量的信息以控制模型不确定性，并有效利用丰富的

宏观数据信息。 

（三）数据说明 

由于反映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指标，均需使用到各省份各年度的医药制造业六大子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与年末从业人员数，而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医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仅统计到了 2015年，同时用于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的较多基础指标均来自工信部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与《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而该两大报告对中国各省份的

互联网相关数据的记载仅始于 2007 年，故选用的面板数据为除西藏（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故不纳入研究范围）外的 30 个省份

2007—2015年的数据。各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统计年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EPS 数据库、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等。另外，模型中各经济货币度量的变量

均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至 2007 年的物价水平，以避免因物价变动所导致的估计偏误。 

六、实证分析 

使用 R.3.0 软件，调用贝叶斯模型平均估计软件包（bicreg），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10 个控制变量在解释医药制造业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估计。 

对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实现过程有以下几点说明：第一，模型先验分布的设定，均匀分布是在缺乏先验信息的条件下模型

先验分布的标准选择，假定模型 Mj 服从均匀先验分布，且各解释变量间相互独立，即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引入或剔除的先验概率

均为 0.5，也即事先对模型与变量的选择是无偏好的。第二，模型共包含 11 个解释变量，因此模型空间包括 211=2048 个模型，

对其进行全估计。第三，为避免模型求解工作量的增加，采用Madigan 和 York提出的MC3抽样技术 2计算后验概率分布。MC3抽

样技术实质上是在模型空间 M 中采用马尔科夫链进行抽样，对 MC3抽样试验分别重复了 500000 次和 1000000 次，结果显示所得

后验估计均十分接近。第四，某一个解释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是指所有含有该解释变量的模型的后验概率的和，数值越大代表解

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越大。将后验包含概率大于 50%的解释变量视为有效解释变量，后验包含概率大于90%的则视为

最有效解释变量。 

（一）实证结果与分析 

估计结果可知，所考察的 11 个解释变量中，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分别有 10 个和 8 个解释变量的后验包含

概率大于 90%，剩余的解释变量后验包含概率小于 90%，但均大于 50%，说明选取的解释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数字经济的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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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概率为 95.7%，后验均值为 0.022。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验证了假设

H1。从后验均值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可使得医药制造企业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 2.2%。 

由于医药制造企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是负向指标，医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明显的

抑制效应，验证了假设 H2。但从后验均值看，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将使医药制造企业的

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下降 1.0%。 

在其他 10 个控制变量方面。对于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除人口老龄化的后验包含概率小于 90%以外，其他 9 个

控制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均大于 90%。其中，工业化程度、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宏观调控、人口密度与发展程度的后

验均值均为正数，可见该 6 个控制变量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

入、服务创新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可见纯粹的物质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并不能直接带来产

业结构的高级化。相反，过多的要素配置会使得生产资源向低端子产业扎堆集聚，造成冗余，不仅会抑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

会直接导致产业边际生产效率与平均生产效益的下降。 

对于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10 个控制变量有 7 个控制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大于 90%。由于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

合理化水平是负向指标，因此 7个控制变量中，劳动力投入、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口老龄化的提升能显著促进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

合理化，而工业化程度、服务创新、政府宏观控制与发展程度则会显著抑制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医药制造业产业结

构合理化水平的测度是基于各个子产业产出与劳动力比例均衡的原理之上的，因此劳动力投入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业

所需人才、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劳动力人力储备，同时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在各行业间流动并无较大阻碍，因此劳动

力投入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抑制的同时会促进结构合理化。区域的对外开放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

化均有显著促进效应，不同于其他变量的作用机制，对外开放可以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对外经济的技术交流，同时对中国制造业

参与国际商品交换与国际竞争都有明显积极效应，因此，对外开放不仅有助于中国医药制造业的科研技术进步，同时能促进医药

制造业健康快速地发展，进而对促进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必然

会导致医疗与保健制品需求的扩大，同时医药制造业作为老年人身体健康全方位的呵护产业，而且在研究时间跨度内，中国尚处

于扶贫开发与经济高速发展并行阶段，因此人口老龄化不仅会促进高端医药制品需求扩大，同时也会促进低端医药制品的需求

扩大，有利于医药制造业资源合理化的重新配置。工业化程度、政府宏观控制与发展程度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促

进作用，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医药制造业各子产业产出与劳动力配比的均衡，因此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抑

制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基准模型设定的基础上，将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公式中的主营业务收入用医药制造业工业生产总值

代替，进一步重新测度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再次运用 BMA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可见，数字经济对

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后验包含概率均在90%以上，同时其后验均值分别是0.018 与 0.007，系数符号和大小均

与上文结果基本一致。同时，其他控制变量的后验均值系数符号均与上文一致。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七、结论与启示 

借鉴干春晖（2011）等人的做法，运用高端子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子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测算了医药制造业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同时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了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融合应用等三

方面入手，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MC3抽样技术求解了数字经济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医药制造业产业

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解释的后验概率分布。据此，总结以下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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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7—2015 年，中国东部地区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合理化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布

并不规则，没有在四大区域间呈现出聚合或者阶梯式的分布趋势。全国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各区域

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依次呈现出东、中、西部阶梯式递减的态势。因此，应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现有政策资源，同

时加速推进建设中西部数字化基础设施，弥合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实现数字经济在各区域间均衡发展。 

（二）数字经济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有轻微抑制作用。在

“互联网+”“5G技术”“区块链”“万物互联”等数字经济热潮下，各地区应以抢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为契机，重点发展医药

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进一步促进区域制造业的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三）对外开放不仅能有效促进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也有显著性的正向促进效

应。因此，“双循环”新格局下，在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同时，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辅相成，促进中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水

平与技术进步并举，进一步打造中国医药制造业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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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部

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2 MC3是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odel Composition的简称。 


